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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私有经济利益集团的共容性
与协约民主时期的经济政策

丁　 宁

内容提要: 私有经济利益集团 (也可简称 “私有集团”) 是委

内瑞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该国最重要的经济利益集团之一ꎮ
在委内瑞拉协约民主时期的近 ４０ 年中ꎬ 私有集团在经济和政治上

都发挥了较大的影响力ꎬ 这种影响力在各时期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均

有体现ꎮ 随着私有集团自身的结构演变以及参与决策的机制变迁ꎬ
私有集团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体现了不同特征ꎮ 本文从制

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 “共容性组织” 相关理论出发ꎬ 探讨委

内瑞拉私有集团组织的共容性演变过程ꎬ 分析私有集团在国家经济

政策制定中角色的演变ꎬ 揭示其在协约民主体系瓦解过程中的作

用ꎮ 研究发现ꎬ 在整个协约民主时期ꎬ 私有集团的共容性逐步降

低ꎬ 其政策诉求日益多样化ꎬ 决策参与的主导机制由正式逐步转向

非正式ꎮ 以上过程相互强化ꎬ 导致扭曲的经济政策出台且难以被纠

正ꎬ 进而导致自由化改革失败ꎮ 经济政策失误导致的危机引发并加

剧了政治的不稳定并最终导致协约民主体系的崩溃ꎮ 从委内瑞拉的

经历得出的重要启示是ꎬ 国家必须谨慎设计将私有经济利益集团纳

入决策参与的制度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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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内瑞拉的经济在 １９３０ 年后开始高速增长ꎬ 在协约民主① ４０ 年时间

(１９５９—１９９８ 年) 的头 ２０ 年中都保持了较高水平的增长ꎮ 在协约民主时期前

期ꎬ 私有财团已经控制了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ꎬ 在经济和政治上有较大影响

力ꎮ 协约民主制度在建立伊始就对私有经济利益集团的诉求有制度化的承诺ꎬ
私有集团也在自身利益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承诺支持民主政治体系ꎮ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ꎬ 随着石油工业的国有化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中权力的扩大ꎬ 私有利

益集团发生了结构性变化ꎬ 新兴利益集团迅速发展ꎬ 传统和新兴私有利益集团

的复杂联盟及敌对关系对协约民主时期中后期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上述过程具体是如何演变的? 私有经济利益集团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角

色有多重要? 私有集团的结构性变化是否也反作用于协约民主的政治体系?
为解答这些问题ꎬ 下文将分析其在 １９５９—１９９８ 年的协约民主时期共容性的演

变ꎮ 按集团在三个子时期的特征ꎬ 考察委内瑞拉的私有集团在经济政策中的

参与和作用ꎮ

一　 共容性利益集团的相关理论

“共容性组织”② 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者曼瑟􀅰奥尔森在 «国家的兴

衰———经济增长、 滞胀和社会僵化» 一书中提出的概念ꎮ 奥尔森认为: 如果

一个组织代表了国家或社会中大部分人口的利益ꎬ 那么这个组织就是共容性

的ꎮ “某些国家中ꎬ 也有些特殊利益组织包含了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ꎮ 例如ꎬ
一个国家的工会就包含了大部分的产业工人、 代表了那个国家大部分的收入

赚取能力ꎮ 在工业化国家ꎬ 包含所有大企业的院外游说组织也是如此ꎮ”③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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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协约民主” (Ｐａｃｔｅ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概念由美国政治学者卡尔 (Ｔｅｒｒｙ Ｌ􀆰 Ｋａｒｌ) 在 １９８７ 年提出ꎬ
指委内瑞拉特殊的民主制度ꎬ 又称为 “蓬托菲霍体系” 或 “菲霍角协议体系”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ꎬ 民主行

动党 (ＡＤ)、 基督教社会党 (ＣＯＰＥＩ) 和民主共和联盟在委内瑞拉北部的菲霍角 (Ｐｕｎｔｏ Ｆｉｊｏ) 签署协

议ꎬ 规定各政党遵循民主程序选举ꎬ 按选举结果分配权力ꎬ 大选获胜政党须在组阁时与其他政党平分

内阁职位ꎮ 协约民主的概念揭示了这一体系的实质是建立于精英之间的讨价与共谋ꎮ 从协议签订到查

韦斯 １９９９ 年担任总统ꎬ 委内瑞拉的民主机制不间断运行了 ４０ 年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在卡尔德拉第二个

总统任期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年) 中ꎬ 协约民主的特征已经改变ꎻ 也有学者认为在 １９８９ 年协约民主已经不

复存在ꎮ 本文分析相关时期的部分称之为 “协约民主后时期”ꎮ 全文仍以 “协约民主” 来表述 １９５９—
１９９８ 年期间委内瑞拉民主制度的总体特征ꎮ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 也有译为 “泛利性组织”ꎮ
[美] 曼瑟􀅰奥尔森著ꎬ 李增刚译: «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 滞胀和社会僵化»ꎬ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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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性组织所代表的国家或社会中大部分人口的利益即为 “共容利益”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ꎮ 与之相对的概念是代表 “狭隘利益” (ｎａｒｒｏｗ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的 “狭隘性组织” 或 “狭隘的特殊利益集团”ꎮ 这些集团会在社会总利益中为

本集团争取更多份额而采取行动ꎮ
奥尔森指出ꎬ 共容性组织和狭隘性组织所面对的激励存在巨大差别ꎬ 由

于它们对社会效率的关注不同ꎬ 所以会产生不同的政策取向ꎮ 如果共容性利

益集团可以在经济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ꎬ 经济就可以获得增长ꎮ① 而狭隘

的特殊利益集团行动的目标是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ꎮ 特殊利益组织或联

盟降低了社会效率或总收入ꎬ 并且加剧政治生活中的分歧ꎻ 分利集团的增多

会提高管制的复杂性、 政府的作用和惯例的复杂性ꎬ 并且会改变社会演进的

方向ꎮ②

奥尔森的这些论断与本文分析的委内瑞拉的实际情况基本一致ꎮ 私有

集团的行动一方面扭曲了经济政策ꎬ 最终会引发经济危机ꎬ 并动摇了政治

体系的稳定性ꎻ 另一方面也激励并塑造了决策机制的演变ꎬ 使政治因素在

决策中的地位不断提升ꎮ 这两方面过程互相强化ꎬ 最终导致协约民主体系

瓦解ꎮ
根据奥尔森的理论ꎬ 判断一个组织是否是共容性组织ꎬ 其主要标准是其

政策取向是否有利于社会总体福利ꎬ 即考察一个组织在一定时期内如何获取

利益ꎮ 从资源分配的角度出发ꎬ 如果一个组织主要从经济的总体增长中获利ꎬ
而不是靠在总体经济中占更高分配比例而获利ꎬ 则可认为该组织是共容性的ꎮ
在一定时期内的共容性组织ꎬ 随着其自身获取的利益占整个社会的比重逐渐

变化ꎬ 其政策诉求的共容性也会发生变化ꎬ 这一组织在一段时期之后就会丧

失其最初的共容性ꎬ 发展成狭隘性的特殊利益组织ꎮ
由上述理论可见ꎬ 组织的共容性随组织成员面对提高社会总效率的激励

变化而改变ꎬ 即共容性组织和狭隘性组织区分的依据是其共容性的程度ꎮ 本

文以委内瑞拉私有经济利益集团组织的 “共容性” 程度演变作为分析的出

发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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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奥尔森认为ꎬ 二战后德国和日本建立的特殊利益组织ꎬ 如德国的工会和日本的商会ꎬ 绝大多

数都具有共容性利益ꎬ 它们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两国在当时的高增长率可以归因于

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相对利益共容的特征ꎮ
[美] 曼瑟􀅰奥尔森著ꎬ 李增刚译: «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 滞胀和社会僵化»ꎬ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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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委内瑞拉私有经济利益集团的共容性演变

要考察一个集团的共容性ꎬ 也就是其利益诉求ꎬ 需要从静态和动态两方

面出发ꎮ 一方面要分析集团的内部结构ꎬ 因为整个集团的利益诉求可以看作

其成员各自诉求的总和ꎬ 即要考察静态的集团结构ꎮ 另一方面ꎬ 也要考察集

团成员对提高社会总效率的积极性的变化情况ꎮ 在委内瑞拉的协约民主时期ꎬ
除了私有集团自身结构的变化外ꎬ 其参与决策的机制变化是影响其共容性的

最重要的动态因素ꎮ
(一) 私有集团的共容性演变趋势: 集团的结构及利益诉求

在协约民主时期ꎬ 委内瑞拉私有集团的内部结构经历了由比较稳定到逐

步分裂的演变过程ꎮ 与之相对应ꎬ 私有部门作为一个大的利益集团ꎬ 其共容

性经历了一个逐步降低的演变过程ꎮ 按集团在各届政府执政期内表现出的主

要特征ꎬ 这一演变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 １９５９—１９７４ 年协约民主

的头三届政府时期ꎬ 私有集团稳定发展ꎬ 内部比较团结ꎬ 开始参与经济政策

制定ꎬ 参与机制也逐步制度化ꎮ 第二时期是 １９７４—１９８９ 年的三届政府时期ꎬ
私有集团内部各小集团势力格局改变ꎬ 新集团兴起ꎬ 共容性演变加速ꎬ 参与

经济政策制定的机制也有较大转变ꎮ 第三时期是 １９８９—１９９８ 年ꎬ 新自由主义

经济改革加剧了私有集团的分裂ꎬ 私有集团分裂为不同阵营ꎬ 部分小集团间

激烈斗争ꎬ 整个集团的共容性继续降低ꎬ 参与经济政策制定的正式机制被削

弱ꎬ 整个集团没有把握改革的良机发展自身ꎬ 反而导致协约民主体制的崩溃ꎮ
私有集团在三个时期对经济政策的不同诉求反映了集团共容性的演变过

程ꎮ 在第一时期ꎬ 私有部门占国内经济比重较高ꎬ 且高度集中ꎬ 影响力大ꎬ
集团内部较团结ꎮ 由于在协约民主时期之前的独裁政权中ꎬ 私有集团的利益

受到极大损害ꎬ 此时集团的诉求主要是保持民主体制的稳定ꎮ 第二时期自

１９７４ 年起ꎬ 石油价格上涨及国有化改革使委内瑞拉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迅速改

变ꎬ 私有集团内部的各小集团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ꎬ 新的集团开始掌握更

多资源ꎬ 越来越多参与国家经济活动ꎮ 整个集团的诉求由稳定发展转向要求

更多的利益分配ꎬ 其共容性比上一时期降低ꎮ 第三时期是 １９８９—１９９８ 年期间

的两届政府时期ꎮ 受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影响ꎬ 委内瑞拉开始了大规模的新

自由主义经济改革ꎮ 这一时期的私有集团内部一方面由于竞争加剧而加速分

裂ꎬ 另一方面由于各小集团受改革影响不同而加剧分裂ꎮ 部分小集团间爆发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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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斗争ꎬ 集团的共容性降至协约民主时期的最低点ꎮ
(二) 私有集团决策参与机制的演变: 正式与非正式机制

１􀆰 顾问委员会制度: 私有集团参与决策的正式机制

协约民主时期ꎬ 私有集团在参与经济政策制定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将参

与的方式制度化了ꎮ 其途径是顾问委员会制度ꎬ 主要活跃期是上文划分的协

约民主三个时期中的头两个时期ꎬ 即 １９５９—１９８９ 年ꎮ 这期间的各届政府都在

政策设计阶段广泛利用了顾问委员会机制ꎮ 委内瑞拉在这段时期共创建了 ３３０
个顾问委员会ꎮ① 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来自协约民主时期的两大政党即民主

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以及代表工商业界的委内瑞拉商贸及生产企业协会联

合会 (简称 “工商联”) 和代表有组织劳工的委内瑞拉工人联合会ꎬ 其他集

团的成员占比不高ꎮ 因此ꎬ 这种顾问委员会制度也被称为 “三边委员会” 制

度ꎬ 即由 “政党———工商联———工人联合会” 三边组成ꎮ
由顾问委员会的三边结构可以看出ꎬ 私有集团以工商联为其利益代表ꎬ 在

这种机制中占强势地位ꎮ 在所有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代表中ꎬ 私有经济利益集团

的代表是除了政府官员 (占总体代表数比重约为 ６０％) 以外人数最多的ꎬ 占总

体的比重约为 １５％ꎬ 远高于 有 组 织 的 劳 工 (７􀆰 ５％) 或 专 业 技 术 人 士

(７􀆰 ５％)ꎮ②此外ꎬ 从各个顾问委员会创立的目的来看ꎬ 这种制度主要对私有集团有

利ꎮ 在所有顾问委员会中ꎬ 近 ２８％是为了促进私有集团经济发展的ꎻ 如果把服务

性的 (约占 ３０％) 也算上ꎬ 那么超过一半的顾问委员会都是对私有集团有利的ꎮ③

２􀆰 经济精英参政与私人关系: 私有集团参与决策的非正式机制

在协约民主时期之前ꎬ 私有集团参与决策的主要方式是经济精英参政和

私人关系两种非正式机制ꎮ 较之顾问委员会模式的正式参与机制ꎬ 非正式参

与由于活动角色不稳定ꎬ 常导致其诉求多变ꎬ 进而可能造成政策不连贯ꎮ 并

且ꎬ 这些非正式参与的途径也是腐败滋生的温床ꎮ 从第二时期开始ꎬ 私有集

团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明显由顾问委员会转向了正式机制之外ꎬ 经济精英参

政是一种主要方式ꎮ 例如ꎬ 新兴私有集团的精英加入佩雷斯总统的内阁ꎬ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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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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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１０１ － １０３􀆰 委内瑞拉学者布鲁尔—卡里

亚斯 (Ａｌｌａｎ Ｒ􀆰 Ｂｒｅｗｅｒ － Ｃａｒíａｓ) 把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分为生产性、 管制性、 规划性、 服务性和

促进私有经济性五类ꎻ 克里斯普 (Ｂｒｉａｎ Ｆ􀆰 Ｃｒｉｓｐ) 加入了综合性作为第六类ꎬ 按创立的目的将顾问委

员会分为六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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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央协调与计划局局长古梅辛多􀅰罗德里格斯ꎬ 加拉加斯市长兼信息与旅

游部部长迭戈􀅰阿里亚ꎬ 开发部部长卡梅罗􀅰劳利亚ꎮ 此外ꎬ 私人关系也是

重要的游说渠道ꎮ 也是从第二时期开始ꎬ 私人关系的对象由高官特别是部长

转向了总统本人ꎮ
经济政策决策机制的演变深刻影响着私有集团的共容性ꎮ 总体上ꎬ 私有

集团参与政策决策的正式机制由增强到衰落ꎬ 非正式参与机制相对不断增强ꎮ
这一演变过程影响着集团达成集体行动的激励ꎬ 在协约民主时期总体呈现的

特征是激励由高到低ꎬ 集体行动越来越难以达成ꎮ 这种情况也反过来加剧集

团的分裂趋势ꎬ 进一步降低集团的共容性ꎮ

三　 私有利益集团与经济政策

在协约民主时期ꎬ 委内瑞拉经济政策决策机制演变的节点与上述私有集团共

容性演变的三个时期划分基本吻合ꎮ 从经济政策自身演变的角度来看ꎬ 每当政府

需要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时ꎬ 必定会改革政策决策机制ꎬ 从而影响私有集团决策

参与的影响力ꎮ 这种影响连同集团自身共容性的变化即利益诉求的变化一起塑造了

集团的行动方式ꎬ 影响决策过程和政策效果ꎮ 下文将沿三个时期详细分析这一过程ꎮ
(一) 第一时期 (１９５９—１９７４ 年): 寻求稳定生产与国家保护

第一时期包括了协约民主时期的头三届政府ꎮ 在这一时期ꎬ 私有集团同

政府达成了比较稳定的合作ꎬ 在做出适当让步的同时ꎬ 设计并推行了有利于

集团获取利益的经济政策ꎮ 在这一时期ꎬ 私有集团占据了经济的较大比重ꎬ
并且高度集中ꎬ 其共容性相对不高ꎮ 但是ꎬ 由于集团内部各小集团比较团结ꎬ
诉求比较统一ꎬ 故而能够达成集体行动ꎮ

这一时期ꎬ 私有集团的决策参与开始制度化ꎮ 顾问委员会制度开始建立ꎬ
工商联开始发展壮大ꎮ 工商联的发展可以反映私有集团的共容性演变ꎮ １９４４ 年

工商联成立伊始时成员数仅有 ２２ 个ꎬ 领导层人数是 ５ 位ꎻ 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成员数扩张至 １００ 个ꎬ 领导层人数也增加到 １０ 位ꎻ 到 ７０ 年代初期ꎬ 其成员上升

至 １６０ 多个ꎬ 领导层的人数也新增加了 ８ 位ꎮ① 这一变化表明工商联在这一时

期容纳了更广泛的私有部门利益集团ꎬ 其共容性提高ꎮ 由于工商联是顾问委

—２４１—

① Ｎｅｌｌｙ Ａｒｅｎａｓꎬ “Ｅｌ Ｅｍｐｒｅｓａｒｉａｄｏ Ｖｅｎｅｚｏｌａｎｏ:¿ Ｄｅｌ Ｓｅｍｉ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ｖｉｓｍｏ 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ｖｉｓｍｏ Ｅｓｔａｔａｌ?”ꎬ
Ｐｏｎｅｎｃｉａ ｐｒｅｐａｒａｄａ ｐａｒａ ｓ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ｄａ ｅｎ ｅｌ ｅｎｃｕｅｎｔｒｏ ２００４ ｄ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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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制度中私有集团唯一的利益代表ꎬ 这种重要地位促进了资本家对政策共

识的达成ꎬ 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团结ꎬ 进而使其能够达成集体行动实现集团的

政策诉求ꎮ 例如ꎬ 在 １９６６ 年ꎬ 工商联说服政府允许商界领袖参与制定经济发

展政策以及有关委内瑞拉加入地区各种一体化和其他经济协定的规则ꎮ
该时期私有部门集团的利益诉求是保持民主政体稳定ꎬ 并最大限度寻求

国家的支持ꎮ 集团对稳定民主政治的要求主要源于对希门内斯 １９４８—１９５７ 年

军事独裁时期政策的不满ꎮ 希门内斯改变了 １９４５—１９４８ 年间民主行动党执政

时的经济政策ꎬ 不再给予私有部门补贴ꎮ 这导致经济精英加入了反对希门内

斯政权的队伍ꎮ 推翻希门内斯后成立的临时政府推出了 “紧急计划”ꎬ 对银行

业和工业界支付了高达 １４ 亿美元的巨额补贴ꎮ①

私有集团的利益诉求在该时期经济政策的基础纲领中得到了体现ꎮ «菲霍角

协定» 规定了 «政府最低纲领»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发布)ꎬ 体现了保护私有集团的

立场ꎮ 纲领明确了长期的再分配政策ꎬ 其中包括 “进口替代工业化” 政策ꎬ 其

核心目标是实现工业化、 扩大就业ꎬ 并且以信贷方式满足私有经济集团的需求ꎮ
加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计划使私有集团获利丰厚ꎮ 与拉美其他国家不同ꎬ

委内瑞拉主要利用进口许可而不是从价税来保护工业ꎮ 这种体系对私有集团

好处极大ꎬ 保护税率甚至高达 ９４０％ ꎬ 此外ꎬ 私有集团还享有免税和投资刺激

政策ꎮ② 进口许可和关税保护的模式有效阻挡了新的行业进入者ꎬ 限制了受保

护企业的数量ꎬ 进而保持了经济的集中化ꎮ 这些大幅度的补贴和保护政策使

私有部门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ꎮ 由国家资助的工业产出年均增长率达

７􀆰 １％ꎬ 增速为拉美最高ꎮ 制造业就业人数在协约民主时期头 １０ 年中增加了一

倍ꎬ １９７３ 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 １５％ꎬ 产出占总产出的 １７％ꎮ③

私有集团也促成了政府保持对集团自身有利的税收政策ꎮ 这一时期委内

瑞拉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为主要针对外国石油企业的收入税ꎬ 非石油业的私

有经济利益集团享受低税收政策ꎮ 这一模式导致委内瑞拉没有完善税收制度

的动力ꎬ 税收改革一再被拖延ꎮ

—３４１—

①

②

③

Ｔｅｒｒｙ Ｌ􀆰 Ｋａｒｌꎬ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Ｐｌｅｎｔｙ: Ｏｉｌ Ｂｏｏｍ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Ｓｔａｔｅｓ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９８􀆰

Ｎａíｍ Ｍｏｉｓéｓꎬ Ｐａｐｅｒ Ｔｉ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ｔａｕｒ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ꎬ １９９３ꎬ ｐ􀆰 ４１􀆰

Ｔｅｒｒｙ Ｌ􀆰 Ｋａｒｌꎬ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Ｐｌｅｎｔｙ: Ｏｉｌ Ｂｏｏｍ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Ｓｔａｔｅｓ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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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私有集团在这一时期的诉求以提高集团整体经济利益为主ꎬ 但由于

对民主稳定的强烈要求ꎬ 该时期的一些经济政策并不完全导向其经济利益最

大化ꎮ 最突出的表现为私有集团在劳资关系政策中做出了让步ꎬ 接受了对自

身不利但是对有组织劳工有利的新的劳资协议ꎮ
(二) 第二时期 (１９７４—１９８９ 年): 新兴小集团崛起ꎬ 要求更多利益分配

委内瑞拉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变迁ꎮ 对石油等产业的国有

化政策使公有和私有经济的对比大幅改变ꎬ 私有部门的力量下降ꎮ 在本时期

的头两届政府治理下ꎬ 私有部门的资本形成额占该国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大

幅下降 (见图 １)ꎮ 对于私有集团ꎬ 在第一时期追求的稳定政治环境和保护政

策都已实现的情况下ꎬ 获得更多的收益分配成为集团新的政策诉求ꎮ 私有集

团的内部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从 １９７４ 年开始ꎬ 新兴的经济利益

集团迅速发展ꎬ 并逐渐掌控了更多资源ꎮ 这些新兴集团的控制者被称为 “十
二门徒”ꎬ 即与佩雷斯总统关系密切的 １２ 位企业家ꎮ①

图 １　 私有部门资本形成额占总额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Ｂａｎｃ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ｃｖ􀆰 ｏｒｇ􀆰 ｖｅ􀆰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２１]

由于私有集团的内部分裂ꎬ 其在正式机制中的利益代表———工商联的共

容性在这一时期明显下降ꎮ 大企业和经济集团开始放弃工商联并从其他渠道

参与决策ꎬ 使工商联的代表性下降ꎮ 工商联内部各层次的联合会成员由于其

—４４１—

① 也有 “十二门徒” 之外的其他商业集团兴起ꎬ 但以这 １２ 人为代表来指代新兴商业集团ꎬ 包括

德尔菲诺 (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Ｄｅｌｆｉｎｏ)、 埃斯佩霍 ( Éｄｇａｒ Ｅｓｐｅｊｏ)、 基哈达 ( Ｃｏｎｃｅｐｃｉóｎ Ｑｕｉｊａｄａ)、 波卡特拉

(Ｊｕｌｉｏ Ｐｏｃａｔｅｒｒａ)、 朱戈 (Ｌｕｉｓ Ｊｕｇｏ Ａｍａｄｏｒ)、 桑特里斯 (Ａｎíｂａｌ Ｓａｎｔｅｌｉｚ)、 费弗雷斯—科尔德洛 ( Ｓｉｒｏ
Ｆｅｂｒｅｓ － Ｃｏｒｄｅｒｏ)、 佩雷斯 (Ａｒｔｕｒｏ Ｐéｒｅｚ Ｂｒｉｃｅñｏ)、 莫雷诺 ( Ｉｇｎａｃｉｏ Ｍｏｒｅｎｏ)、 蒂诺科 (Ｐｅｄｒｏ Ｔｉｎｏｃｏ)、
劳利亚 (Ｃａｒｍｅｌｏ Ｌａｕｒíａ) 以及西斯内罗斯 (Ｇｕｓｔａｖｏ Ｃｉｓｎｅｒｏ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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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范围更小、 内部联系更稳固而成为政策活动的代表ꎮ 甚至在特定的联合

会组织中ꎬ 几家企业就会组成一个小集团去向政府表达诉求ꎬ 在政府中找到

代理ꎮ 到 １９７９ 年ꎬ 新兴集团从传统集团手中夺得了工商联的领导权ꎮ① 这一

转变标志着私有集团的分裂加剧ꎬ 在主要商业利益集团间形成共识并达成集

体行动的基础被严重破坏了ꎮ
由于私有集团难以借正式机制对经济政策施加影响ꎬ 非正式机制的渠道

日益增强ꎮ 经济精英参政是一种主要方式ꎮ 例如ꎬ 前文提到的 “十二门徒”
中有几位在佩雷斯政府中任职ꎬ 加入了最高决策层ꎮ 私人关系也是重要的游

说渠道ꎬ 并且与早前时期不同ꎬ 由于佩雷斯改革了决策机制ꎬ 总统在经济方

面的决策权力大幅增加ꎬ 私人关系的对象由高官ꎬ 特别是部长转向了总统本

人ꎮ 佩雷斯政府扩大了总统和行政机构的经济管理权力ꎬ 扩大了中央协调计

划办公室 (ＣＯＲＤＩＰＬＡＮ) 的职责ꎬ 并加强了其与总统的联系ꎮ 这实质上是一

次权力大转移ꎬ 原属于财政部的监管中央银行、 制定收支预算等诸多重要权

力转移到了中央协调计划办公室ꎮ
这一时期ꎬ 国有化改革政策的推行也影响了私有集团的政策诉求ꎮ 在保

持既有受保护和补贴等分配优势的基础上ꎬ 分配更多国有化进程中产生的利

益成为集团的新诉求ꎮ 私有集团希望通过依附国企并与之合作而获得利益ꎬ
并且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国企ꎮ 集团的共容性比前一时期继续下降ꎮ

最初的国企体系改革方案体现了私有集团参与国企管理的要求ꎮ 方案计划

在行政体系中建立 “部门企业全国理事会” (Ｃｏｎｓｅｊ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ｃｉｏｎｅｓ
Ｓｅｃｔｏｒｉａｌｅｓ) 来负责监管整个国企系统ꎮ 理事会成员共有 １６ 位ꎬ 由总统指定ꎮ 其

中 １１ 位是部门企业的领导ꎬ 另外 ５ 位来自私有部门ꎮ 最高决策机构由主席和 ５
名私有部门的代表组成ꎮ 这种国企监管机构的构成和决策机制设计体现了私有

集团的重要性ꎮ 如奥尔森的理论所揭示的ꎬ 特殊利益组织对利益分配的追求

将造成政治影响ꎬ 破坏长期的政治稳定ꎮ 私有集团对国企控制权的争夺引发

了协约民主历史上第一次大的政治危机ꎮ 在上述方案通过之前ꎬ 对石化业的

改革方案过于倾向私有部门ꎬ 引发了大范围的反对ꎬ 使国企体系改革方案被

迫搁置ꎮ 执政的民主行动党内部因此分裂ꎬ 并开始同协约民主体系的另一大

政党基督教社会党对立ꎬ 政治稳定的基础受到威胁ꎮ

—５４１—

①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Ｌ􀆰 ＭｃＣｏｙ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Ｊ􀆰 Ｍｙｅｒｓ ( ｅｄｓ􀆰 )ꎬ Ｕｎ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ꎬ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７９ －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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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集团对国企控制权的争夺虽然没有成功ꎬ 但仍促成了使集团利益最

大化的相关政策ꎮ 这是由于私有集团成功渗透了政府的国企管理部门ꎬ 即以

精英参政的非正式参与方式影响经济政策ꎮ 原国企改革计划被搁置后ꎬ 佩雷

斯政府建立了新的行政机构 “基础工业促进、 组织和监管部” 负责监管大型

工业项目ꎬ 这实际上是变相推行原国企改革计划ꎮ 出任新的部长职务的是新

兴集团的代表、 “十二门徒” 之一的卡梅罗􀅰劳利亚ꎮ 这个新成立的部级机构

引发了广泛质疑和行政混乱ꎬ 大型国企、 财政部、 矿产部均认为该机构是对

自身职权的侵犯ꎮ 这一事实也证实了奥尔森的理论所揭示的模式ꎬ 即特殊利

益集团的行动将提高管制复杂性ꎬ 扩大官僚机构的规模ꎮ 为实现其分配更多

国有化收益的低共容性诉求ꎬ 私有集团还促成了第五个 “国家计划” 的出台ꎮ
私有集团在这一计划的执行过程中ꎬ 通过与总统和行政要员的关系从大规模

公共项目中获得巨大利益ꎮ “十二门徒” 的集团获得了诸多工程项目ꎬ 包括古

里大坝、 加勒比水泥公司、 新的苏利亚钢铁厂等ꎮ 这些大型项目的资金很大

比例来自外债ꎬ 成为未来债务危机的祸根ꎮ
在 １９７９—１９８３ 年的埃雷拉政府时期ꎬ 委内瑞拉的经济政策没有大的变

动ꎮ 尽管经济和债务危机非常严重ꎬ 政府还是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的经济调整计划ꎬ 没有取消对私有部门的保护政策ꎮ 但私有集团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生产性投资大幅缩减ꎬ 非石油产业投资率仅为前十年的一半

(见图 ２)ꎬ 并伴随大量资本流失ꎮ 这一事实反映了在这一时期私有集团更倾

向追求非生产性的利益分配ꎬ 集团的共容性下降ꎮ

图 ２　 非石油产业投资率变化情况 (１９５０—１９９５ 年)
资料来源: Ｂａｎｃ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ｃｖ􀆰 ｏｒｇ􀆰 ｖｅꎻ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Ｅｓｔａｄíｓｔｉｃａ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ｅ􀆰 ｇｏｖ􀆰 ｖｅ􀆰[２０１９ － ０９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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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雷拉政府时期ꎬ 私有集团在正式决策机制中参与的衰落趋势不仅没有

减缓ꎬ 反而加剧了ꎮ 反映这种情况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私有集团对汇率改革

政策的反应ꎮ １９８３ 年ꎬ 政府为防止经济进一步萎缩ꎬ 开始推行外汇配给与价

格管控政策ꎮ 在外汇管控上ꎬ 私有集团要求以优惠汇率偿还外债ꎻ 同时ꎬ 他

们强烈反对价格管控政策ꎬ 因为这使他们无法通过提高商品和服务价格来减

少新汇率政策给他们造成的损失ꎮ 工商联在与政府交涉时ꎬ 以威胁停工罢市

或减少就业岗位为筹码ꎬ 并开始在大众媒体上表达诉求ꎬ 这些方式体现了其

在决策中的地位下降ꎮ 政府基本没有回应私有集团的诉求ꎮ① 在这两项政策的

决策过程中ꎬ 过去私有集团通过顾问委员会参与决策的正式参与机制名存实

亡ꎮ 通过谈判讨价还价效果有限ꎬ 没有与政府议价的足够资源ꎬ 无法有效维

护整个集团的低共容性利益ꎮ
在 １９８４—１９８９ 年卢辛奇主政时期ꎬ 为了对抗经济危机和偿还外债ꎬ 委内

瑞拉政府与国际金融机构进行了债务重组谈判ꎬ 承诺取消保护私有部门的政

策ꎬ 但却没有付诸实施ꎮ 这一时期政策的实质仍然是拖延必要的改革ꎬ 但是

进一步变革了决策机制ꎬ 使总统和行政机构的决策集权达到了一个高峰ꎮ 国

会通过了总统对经济的特殊管理权ꎬ 卢辛奇在一年中借此权力颁布了 ７１ 项法

令来缩减公共开支ꎬ 提高政府收益并偿还公共债务ꎮ②

面对政府的决策集权ꎬ 私有集团的决策参与进一步发生变化ꎮ 在这一时

期ꎬ 集团彻底放弃了正式的决策参与机制ꎮ 新一届政府在决定改革价格管控

政策时ꎬ 建立了名为 “支出、 价格和薪资全国委员会” (ＣＯＮＡＣＯＰＲＥＳＡ) 的

新机构ꎬ 并将私有集团重新纳入这一正式决策机制ꎮ 但是私有集团却以消

极的方式来应对ꎮ 一方面ꎬ 集团致力于提高自身在该委员会中的决策比

重ꎮ 政府最初计划该委员会由 １３ 名成员组成ꎬ 代表比较广泛的社会利益

集团ꎮ 工商联坚持将成员缩减到 ５ 名ꎬ 包括 ３ 名由总统委任的内阁部长ꎬ
１ 名由工商联指派的私有集团代表和 １ 名有组织劳工的代表ꎮ 另一方面ꎬ
私有集团还是无法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来利用此次机会参与决策ꎮ 委员会

成立半年后ꎬ 工商联的代表主动退出了该委员会ꎬ 因为他们认为该机构被

政府操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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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ｅｎｅ Ｓａｌｇａｄｏ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ＦＥＤＥＣＡ
ＭＡＲＡ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ꎬ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８７ꎬ ｐｐ􀆰 ９１ － １０５􀆰

Ｂｒｉａｎ Ｆ􀆰 Ｃｒｉｓｐ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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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时期 (１９８９—１９９８ 年): 集团共容性继续降低ꎬ 加速政治崩溃

第三时期包括佩雷斯第二次执政 (１９８９—１９９３ 年) 和卡尔德拉第二次执

政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年) 时期ꎮ① 受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影响ꎬ 委内瑞拉开始了

大规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ꎮ 这一时期的私有集团内部分裂升级: 一方面

由于竞争加剧而加速分裂ꎬ 小集团间爆发了激烈的斗争ꎻ 另一方面由于各小

集团受改革影响不同而加剧分裂ꎮ 整个集团的共容性继续下降ꎮ 这一时期的

决策机制演变使私有集团被排除在正式决策参与机制之外ꎬ 并且在改革初期

非正式参与机制的有效性也降低了ꎮ
整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委内瑞拉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拖延改革ꎬ 维持原有的

利益分配格局ꎬ 这导致了 １９８９ 年的经济崩溃和佩雷斯政府的紧急改革措施ꎮ
佩雷斯就任时ꎬ 外债接近 ３５０ 亿美元ꎬ 经常账户赤字高达 ５８ 亿美元ꎬ 实际人

均收入几乎与 １９７３ 年持平ꎬ 贫困家庭数量是 １９８１ 年的 １０ 倍ꎮ② 危急的经济

状况迫使佩雷斯当选后立即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ꎮ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ꎬ 政府在

几乎没有提前告知公众的情况下推出了经济调整计划③ꎬ 推行全面的新自由主

义经济改革ꎮ 这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从两方面加速了私有集团的分裂ꎬ 进

一步降低了集团的共容性ꎮ 一方面ꎬ 协约民主以来实施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导

向的政策中对私有集团的保护政策被取消ꎬ 集团第一次开始面对来自国内外

的全面竞争ꎻ 另一方面ꎬ 由于改革政策对各行业的影响不一样ꎬ 对政策影响

预期不同的集团之间分裂扩大ꎮ 集团中反对改革的势力固然很大ꎬ 但根据自

身利益考量ꎬ 传统和新兴集团中都有支持改革的小集团ꎮ
这一时期私有集团分裂的加剧进一步降低了其政策诉求的共容性ꎮ 按其

受改革政策的不同影响ꎬ 各小集团的诉求分歧明显ꎬ 总体可分为两种情况ꎮ
第一类是在改革中有一定竞争力的小集团ꎬ 其诉求是争取在改革后处于市场

中的优势地位ꎬ 其对改革的反应是为争夺各产业的大型企业而相互斗争ꎻ 第

二类是主要依靠保护政策生存的小集团ꎬ 其诉求是维持旧有优惠地位ꎬ 对改

革的反应是力图阻挠ꎮ 在改革之前ꎬ 两类小集团的诉求相同ꎬ 即通过依附国

家的经济扩张争取更多的收入分配ꎮ 但在改革后ꎬ 两类小集团的诉求开始对

立起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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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佩雷斯在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被弹劾下台ꎬ 之后由代总统和临时总统代任至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卡尔德拉就任ꎮ
Ｎａíｍ Ｍｏｉｓéｓꎬ Ｐａｐｅｒ Ｔｉ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ｔａｕｒ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 ８ － １４􀆰
政府称这一计划为 “大转折” (ｅｌ ｇｒａｎ ｖｉｒａｊｅ)ꎬ 民众称之为 “一揽子计划” (ｅｌ ｐａｑｕｅｔａｚ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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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改革中有竞争优势的第一类小集团ꎬ 在改革之前ꎬ 他们之间的竞

争达到了一定的平衡ꎮ 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全面的竞争ꎬ 导致这种平衡被

打破ꎬ 这些小集团开始为了控制各行业的大型企业并压倒产业内的其他企业

而展开斗争ꎬ 希望在改革中获得 “排他性分配”ꎬ 这一诉求的共容性比上一时

期更低了ꎮ 金融业等行业内的斗争尤其激烈ꎬ 如传统集团和新兴集团都不遗

余力要获得委内瑞拉银行 (Ｂａｎｃｏ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的控制权ꎬ 最后新兴集团胜

出ꎮ 对媒体产业的控制也是各小集团的重要目标ꎮ 改革前ꎬ 委内瑞拉有两家

电视台ꎬ 分别由西斯内罗斯集团和菲尔普斯集团 (Ｐｈｅｌｐｓ) 掌控ꎮ① １９９０ 年开

始ꎬ 西斯内罗斯集团和一同争夺委内瑞拉银行控制权的一些银行建立了第三

家电视台 Ｔｅｌｅｖｅｎꎬ 改变了媒体格局ꎮ 对其他媒体的争夺也在金融集团间广泛

展开ꎮ 最终ꎬ 主要由新兴集团掌控的金融集团控制了报纸、 广播、 地方电视

台、 通信公司等媒体ꎮ 这些小集团在改革后的内斗升级对协约民主体系造成

了严重的负面影响ꎮ 小集团间竞争常以舆论操控、 间谍行动等非正当手段进

行ꎮ 利益集团之所以看重对媒体的掌控ꎬ 正因其是重要的斗争工具ꎮ 各集团

利用媒体宣传抹黑竞争对手ꎬ 大肆宣传竞争对手与官员或政党领导勾结的腐

败行为ꎮ 这类媒体战使民众对腐败的感知愈发强烈ꎬ 最终对协约民主体系的

两大政党失去了信心ꎬ 触发了 １９９２ 年的两次政变ꎬ 之后以反对两大政党为竞

选纲领的下一任总统当选ꎮ
第二类小集团是由于改革政策而失去补贴或者特权的 “食利者” 企业集

团ꎬ 其诉求是阻碍新的财富分配模式ꎬ 维持旧有的享受国家补贴的优惠分配

地位ꎮ 但在这一时期他们已经无法在政策出台前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ꎬ 改革

初期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行ꎬ 使其利益受到损害ꎮ 他们的应对策略是直接攻击

改革政策的发起者ꎬ 通过联合各类力量反对政府而阻断改革ꎮ 被联合的力量

包括了当时作为非执政党的基督教社会党ꎬ 这标志着协约民主体系被彻底打

破ꎬ 受腐败指控的佩雷斯被迫下台ꎮ
这一时期的政策决策机制继续向去民主化方向演变ꎮ 总体上ꎬ 私有集团

的决策参与活动减少了ꎬ 这种情况激励了私有集团向小集团化发展ꎬ 加剧了

其分裂的趋势ꎮ 一方面ꎬ 在正式决策机制中ꎬ 私有集团基本被排除ꎮ 这是因

为政府基本弃置了旧的制度化参与机制ꎬ 也没有建立新的容纳私有集团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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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菲尔普斯集团掌控加拉加斯广播电视台 (ＲＣＴＶ)ꎬ 改革前其主要竞争对手是西斯内罗斯集团

下属的委内瑞拉电视台 (Ｖｅｎｅｖｉｓｉｏ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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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协商机制ꎮ 在佩雷斯第二任期内ꎬ 经济改革的出台明显分为两个阶段ꎮ 在

第一阶段中ꎬ 大多数政策变革推出的方式是行政令或总统令ꎬ 基本是以内阁

会议的方式来决策ꎬ 没有采用传统顾问委员会的多边决策机制ꎮ① 佩雷斯特意

挑选没有政治经验且不附属于任何党派的人组成新内阁ꎬ 这些人大部分是学

者或专家ꎬ 其中许多人是首次担任公职ꎮ 这种决策结构完全绕过了现有的官

僚机构ꎮ 而在政策出台的第二阶段ꎬ 决策结构与第一阶段不同ꎮ 由于政策内

容涉及更加复杂的中期稳定性改革方案ꎬ 大多需要国会审批ꎮ② 长期以来ꎬ 委

内瑞拉的国会成员并不是利益集团游说的重点对象ꎮ 因此ꎬ 私有集团也难以

有效影响这一阶段的政府决策ꎮ 另一方面ꎬ 私人关系的非制度化决策参与方

式在这一时期也被削弱ꎮ 首先ꎬ 新的内阁成员与传统的政商交际网络关联少ꎬ
私有集团难以渗入ꎮ 其次ꎬ 改革使其他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下降ꎬ 对非内

阁成员的游说活动难以影响政策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与总统的关系就变得更加

重要ꎮ
私有集团在自由化改革中的低共容性政策诉求和行动加速了政治体系的

崩溃ꎬ 佩雷斯下台后ꎬ 卡尔德拉的当选可被视为协约民主后时期的正式开

始ꎮ③ 在自由化改革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私有集团达成集体行动阻止他逆转

改革ꎮ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就任后ꎬ 卡尔德拉很快采取经济控制手段阻止了经济自由

化的进程ꎮ 新政府恢复了价格和利率管制ꎬ 取消了增值税ꎬ 而且没有明确的

计划缩减财政赤字ꎮ 新政府还迫使中央银行行长辞职ꎬ 损害了中央银行的自

主权ꎮ 由于受到国际协定约束ꎬ 新政府并未取消贸易自由化ꎬ 但却利用非关

税壁垒保护国内产业ꎮ 这些逆转改革的政策使国际投资纷纷撤出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委内瑞拉实际 ＧＤＰ 下降了 ３％ ꎬ 通货膨胀率飙升到 ７１％ ꎮ

卡尔德拉上任后不久ꎬ 早期为使私有集团以低成本获取资金而放任自流

的金融监管政策缺陷终于显现ꎬ 银行业危机爆发ꎬ 私有集团遭受重创ꎮ 危机

以拉丁银行 (Ｂａｎｃｏ Ｌａｔｉｎｏ) 倒闭开始ꎬ 最后由政府出资在 １９９５ 年结束ꎮ 危机

后近 １ / ３ 的私有商业银行倒闭ꎬ 私有集团内部格局进一步改变ꎮ 拉丁银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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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第一阶段以行政令出台的政策包括: 取消价格管制ꎬ 放开资本市场和外汇管制ꎬ 进行贸易

改革ꎬ 放松对外国投资的大部分限制等ꎮ 例如取消对私有集团的贸易保护政策ꎬ 取消 ９４％的国内制成

品的非关税壁垒ꎬ 将关税税率从平均 ３５％降至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０％ ꎮ
这一阶段的改革政策包括私有化、 税收改革、 公共支出改革、 提高出口部门竞争力等制度建

设和基础设施建设ꎮ
卡尔德拉原来所在的基督教民主党拒绝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后ꎬ 他组织了包括极左派政党在

内的 １７ 个政党的联盟来支持自己代表新成立的全国汇众党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ｉ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参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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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爆发时是委内瑞拉第二大银行ꎬ 是典型的金融混合行业集团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为了应对政府的信用分配制度和禁止金融机构跨行业经营的规定ꎬ 委内

瑞拉的金融机构大都以此模式发展ꎮ 由于缺乏严格的监管ꎬ 内部人借贷、 关

联业务和集团资金敞口迅速增加ꎮ 这种监管缺失正是私有集团在前期追求更

多分配的低共容性诉求造成的政策扭曲的后果ꎮ
银行业危机重新划分了私有集团内部的利益格局ꎬ 也是集团内部分裂受

政治派系化影响的行业实例ꎮ 卡尔德拉当选后ꎬ 政治派系斗争升级ꎬ 政客的

权力决定了不同私有小集团的命运ꎮ 拉丁银行的主要持股人正是属于佩雷斯

一派的新兴私有集团ꎬ 其他佩雷斯派的银行也受到较大影响ꎻ 而支持卡尔德

拉的私有利益集团则未受波及ꎮ 银行业危机产生了较大的外溢效应ꎬ 造成大

批相关公司倒闭ꎬ 对经济、 投资及私有部门与政府的平衡造成了长期的负面

影响ꎮ 私有集团控制的企业数目在这一时期的变化可以反映集团受到的冲击

之大ꎮ 在 １９８８—１９９６ 年ꎬ 制造业的大型企业 (超过 １００ 名雇员) 数量总体减

少了 ２８􀆰 １％ ꎬ 在私有集团占主导地位的产业中ꎬ 大企业的数量减少幅度都高

于平均值ꎮ 如在保护政策中获益较多的运输设备业、 金属产品业和电机行业ꎬ
大企业数分别下降了 ３６􀆰 ７％ 、 ４０􀆰 ９％ 和 ５２􀆰 ６％ ꎬ 在服装业中下降幅度甚至高

达 ６４􀆰 ９％ ꎮ①

严峻的危机迫使卡尔德拉在 １９９６ 年第二季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安

排和支持下ꎬ 转向执行与佩雷斯政府类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ꎮ 但为时

已晚ꎬ 其在任期间的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仅为 １􀆰 ６％ ꎬ 最后在任的 １９９８ 年低至

０􀆰 ３％ ꎮ 在整个第三时期ꎬ 委内瑞拉的人均 ＧＤＰ 下降了 ２􀆰 ７％ ꎬ 人们不再期

待协约民主体系的两大政党会改善民生ꎮ 当查韦斯以 ５６％ 的选票赢得 １９９８
年的总统选举时ꎬ 两大政党候选人的得票率加起来只有 １１％ ꎬ 协约民主时

代彻底结束了ꎮ

四　 结语

在委内瑞拉协约民主时期的 ４０ 年中ꎬ 私有集团参与经济政策的活动过程

基本证实了奥尔森关于共容性组织的理论阐述ꎬ 呈现如下特征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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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ＤｉＪｏｈｎꎬ Ｆｒｏｍ Ｗｉｎｄｆａｌｌ ｔｏ Ｃｕｒｓ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ꎬ １９２０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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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协约民主时期委内瑞拉私有经济利益集团的共容性及相关经济政策演变特征

第一时期
１９５９—１９７４ 年

第二时期
１９７４—１９８９ 年

第三时期
１９８９—１９９８ 年

集团共容性 相对较高 较前一时期下降 较前一时期下降

集团结构
大集团相对团结ꎻ 传统
小集团势力平衡

大集团内部竞争ꎻ 新兴
小集团与传统小集团间
竞争

大集团内部分裂ꎻ 第一类小集团
为从改革中获取新利益而互相竞
争ꎻ 第二类小集团的传统分配优
势在改革中被取消

政策诉求
确立分配优势ꎬ 获得国
家补贴

获得国家补贴ꎬ 依附公
有经济牟利

诉求多样化ꎬ 不同类小集团诉求
不一致甚至相互对立

实际政策
以进口配额、 关税和贷
款全面保护国内产业

全面保护政策持续ꎬ 对
特定企业补贴大幅增长

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一度中
止ꎬ 而后又重启

决策参与 确立正式参与机制 正式参与机制削弱 正式参与被排除

政治效应 保持政治体制稳定 引发政治不稳定
加速政治动荡ꎬ 致使协约民主体
系瓦解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绘制ꎮ

(一) 私有集团的共容性逐步降低

私有集团的政策诉求在三个时期的演变呈现为 “一致 (团结) ———一致

(竞争) ———多样 (互斥 /竞争)”ꎮ 在第一时期ꎬ 私有集团的政策诉求一致ꎬ
整个集团致力于寻求国家的优惠分配ꎮ 第二时期ꎬ 私有集团内部小集团相互

竞争ꎬ 但各集团的诉求仍保持一致ꎬ 即寻求小集团自身的更多分配ꎮ 第三时

期ꎬ 私有集团内部各小集团分化ꎬ 各小集团诉求不再如前两个时期一样保持

一致ꎬ 而是变得多样化: 一类小集团的诉求是争取自由化改革后的优势分配ꎻ
另一类小集团的诉求是维持既有分配格局ꎮ 在这种演变过程中私有集团对政

策的利益诉求越发狭隘ꎬ 难以推进有利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政策ꎮ
(二) 私有集团参与决策的正式机制逐步衰落ꎬ 非正式机制逐步占据主导

正式的顾问委员会机制保障了私有集团的决策参与ꎬ 进而保障了其分配

优势ꎮ 随着决策机制的多番改革ꎬ 正式机制逐步衰退ꎬ 激励了各小集团寻求

通过非正式机制参与决策ꎬ 商人参政和私人关系越来越成为影响政策的主要

渠道ꎮ 总统在第二和第三时期趋向以加大自身权力的方式来推进经济政策改

革ꎬ 这使私有集团的寻租对象转向总统ꎮ 行政机构集权而立法机构在决策中

的地位不高ꎬ 这种决策结构使委内瑞拉私有集团的决策参与情况与别国不同ꎬ
其私人关系涉及的官员更加集中ꎬ 范围更小ꎬ 这种特点更容易使经济政策变

得不稳定ꎮ 第三时期经济改革政策的两次逆转反映了这种情况的严重性ꎮ
(三) 集团共容性演变与决策参与机制演变交互作用ꎬ 最终导致协约民主

体系瓦解

一方面ꎬ 私有集团的共容性逐步下降导致其越来越不能在正式机制中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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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集体行动ꎮ 这种趋势促使各小集团逐步转向非正式的决策参与ꎮ 另一方

面ꎬ 在委内瑞拉特殊的政治环境下ꎬ 行政机构及政党间的派系分化等政治因素

主导各小集团的关系选择ꎬ 加剧了集团内部分裂ꎬ 进一步使集团共容性降低ꎮ
以上两方面的演变进程交互作用ꎬ 逐步强化ꎮ 第三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

集团分裂成诉求不同的两类小集团ꎬ 从两个方向上加速了协约民主体系的瓦解ꎮ
第一类可以在改革中获利的小集团为寻求排他性分配而激烈斗争ꎬ 他们广泛使

用媒体作为斗争工具ꎬ 使得大众对政商关系和腐败的认知度提高ꎬ 导致政权的

合法性下降ꎻ 第二类失去补贴的食利者小集团通过联合各种力量反对政府来阻

断改革ꎬ 加深了协约民主体系内两大政党的政治对立而使体系瓦解ꎮ
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对前期扭曲的经济政策的必要纠正ꎬ 尽管私有集团内

部冲突加剧ꎬ 但从改革的经济效果和拉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ꎬ 改革在长期

可达成新的稳定局面并促使经济良性发展ꎮ 如在哥伦比亚、 智利、 玻利维亚

和墨西哥ꎬ 经济自由化改革使得最具竞争力的公司占据了主导地位ꎬ 同时国

家可以对经济进行有效治理ꎮ① 但委内瑞拉协约民主终结后ꎬ 卡尔德拉逆转改

革的政策在企业竞争力大规模培育起来之前中断了这一过程ꎮ
总之ꎬ 委内瑞拉协约民主体系崩溃最直接的原因是针对经济危机的新自

由主义改革的失败ꎬ 而造成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从协约民主最开始时

制定的经济政策就迎合了私有集团的低共容性政策诉求ꎮ 在整个协约民主时

期ꎬ 私有集团本来有诸多机会可以推动较高共容性的政策ꎬ 但整个集团或者

各小集团无法达成集体行动的原因很大程度要归因于决策机制的结构性限制ꎮ
这种限制在自由化改革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 正式决策机制一方面排除了私

有集团中阻碍改革的小集团ꎬ 另一方面也排除了改革的支持者ꎮ 亲市场的小

集团缺乏正式的民主化的政策参与渠道ꎬ 他们的诉求无法转化成有效的集体

行动来促进改革的巩固并阻挡逆转性政策的实施ꎮ 实施改革的政府也没有做

出任何明确的努力来支持他们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 国家如何将私有集团纳入

决策机制ꎬ 如何从制度层面对私有集团参与决策提供选择性激励措施ꎬ 是委

内瑞拉协约民主时期这段历史向后人提出的重大课题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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